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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北海事件”始末

中共北海市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广东西部的港口城市北海(今属广西)发生了日本间

谍中野顺三被杀事件。事件发生后国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国内各大报纸纷纷

在头版刊登这一消息，短短几天内“北海事件”成了全国舆论的中心，并导致

了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外交纠纷。

“北海事件”政治背景简介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已于一九三五年秋到达陕北，建立

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推行“剿共一卖国政策，中共中

央于该年十一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二十

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

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蒋抗日。党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广大党

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

2、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以其英勇善战闻名于

世。此后，日本侵略者对他们又恨又恐惧，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国民党蒋介

石对十九路军的存在更是不安，千方百计要瓦解它，在国内外敌人的逼迫下，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路军被迫解散，军中人员俱遭遗散。一九三六年六月，

两广首脑人物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表反蒋的“六一宣言”，李、白还

支持李济深、蔡廷锴在广西恢复十九路军以共同反蒋，蒋介石则一面派军南下

压迫两广，一面玩弄权术拉拢广东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策反广东空军，削

弱了陈济棠，使陈被迫下台。这样广西的李、白便孤掌难鸣，哄动一时的粤桂

反蒋顿成泡影。

十九路军(据说当时又称“抗日纵队”)重新恢复以后，我党派往广西工作



的宣侠父(共产党员，当时叫宣古渔)同志(注 1)利用在广西绥靖公署任上校咨议

职位之便利，积极做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如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等人的统战

工作，推动他们进行抗日反蒋。该纵队司令兼六十师师长翁照垣(一说只担任师

长职)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于五月末曾撰文大声疾呼：“抵抗

是唯一的出路”。 (注 2)表明其要求实行民族抗战之心志。此时，翁曾聘请宣

侠父为其参谋长，宣虽没有正式接受，但积极参与十九路军的活动，实际上已

起到了翁照垣“政治参谋”的作用了。(注 3)由于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态度，许

多爱国军人和进步青年纷纷表示拥护，并踊跃投军，使该部队充满革命气息。

3、北海是一个开放港口城市，海路交通发达，北海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

统的城市，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共产党人在这里英勇斗争的精神在学生、

工人、渔民中有很深的影响，进入三十年代中期，北海的学生运动就非常活跃，

成立了许多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追求革命真理，开展过一系列的抗日救国

活动(如查禁销毁日货，声援全国的抗日运动)。十九路军进驻北海后，如鱼得

水，很快就掀起了反蒋抗日的高潮。

十九路军进驻北海的一些活动

八月，十九路军正式进驻合浦北海前，曾派政工队先期到达北海，即在大

街上刷写“打倒日寇”、“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大标语。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

学生周志刚、程敏德等人目睹这一激动人心场面，出于爱国热情，自动买鞭炮

燃放以示欢迎。此事为六十一师师部秘书张梅生(注 4)知悉，即到合浦一中找学

生联系，后来张还与张凤楼(原中山大学学生，“中青”成员)、曾眉、何鸣等数

名政工队队员搬进一中学校旁的“东方园”居住，与一中进步学生保持密切往

来。张梅生于一九三三年在东北抗日同盟军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

九三四年在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于上海被捕，一九三五年底出狱后，虽然失

去了组织联系，但由于其政治理论水平较高，斗争经验丰富，革命意识浓厚，

仍自觉进行革命工作，深得北海青年学生的信任。在“东方园”里，张梅生曾

多次与北海进步青年赵世尧、冯廉先、吴世光、庞国泰等人彻夜长谈，深入了



解北海当地的学生运动和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情况，并和学生们共同分析探讨

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在分析形势时，张梅生指出：由于日寇侵略东北后，

要继续霸占全中国，民族危机日深，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掀起高潮，但蒋介石

还继续推行卖国政策，只有组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救亡图存。张梅生还提

出了“全民总动员，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对日抗

战”等口号。有时张梅生还通过赵世尧，召集一中的活跃分子开座读会，参加

的人有冯廉先、吴世光、庞国泰、廖世儒、王文昆、庞文隽、傅善熙等。由于

张梅生做了工作，赵世尧、冯廉先等青年学生骨干认为十九路军是比较坚决反

蒋抗日的，便决定发动全市学生和各界群众支持他们的抗日行动。

此时，翁师的一位团长，进步军人钟俊生(抗战后，曾到延安参加抗大学习)，

奉命接管地方政权，任北海市政筹建处主要负责人。钟曾邀请赵世尧参加接管

工作，并委赵担任教育科科员之职，以便于联络全市各中小学师生，发动他们

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教育科科长由师部派出的政工人员翁绍志(绰号“翁大

猪”)担任，钟、翁的政治倾向都是反蒋抗日的。

十九路军正式进驻后，北海各界群众发起了热烈的迎军活动，在张梅生、

赵世尧的指导下，由北海一批先进青年去发动组织工人、市民、渔民和学校师

生共数千人汇合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北海各界民众欢迎抗日英雄翁照垣暨抗日

救国誓师大会”。大会由张梅生、钟俊生主持，赵世尧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会上翁照垣讲了话，号召各界民众团结抗日。赵世尧代表北海民众讲话，号召

全市各界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救国行动”。这个大

会声势浩大，军民团结抗日气氛浓烈，对北海人民产生很大的影响，北海地区

的抗日救国运动随之高潮。

秘密调查日本间谍中野顺三

为了深入做群众工作，十九路军的政工人员张梅生、丘东平(抗战后参加了

新四军，一九三九年在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敌工科科长兼陈毅的对外秘书，

后任新四军鲁迅艺术学院分院院长，一九一年在苏北盐城战后中牺牲。)张风楼



等纷纷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通过与群众广泛接触，十九路军

获悉北海“丸一药房”日人老板中野顺三有间谍行为，便进一步予以调查。

据查，中野顺三于清末来到北海，二十余年间由一个青年日本浪人变成一

个家道殷实、广发贷款的药房老板，并娶了本地两名妇女为妻妾，生有子女八

人。药房内雇有本地店员数人，药房生意虽不大好，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好。

这个药房是香港日本丸一药行的支店，一应货物包括许多生活用品均由日本轮

船运来，经营货物主要是日本制的成药(以木虱药、“大学眼药水”为大宗)，也

兼售儿童玩具和其他外洋产品。中野本人因长期居住北海，通晓当地方言，他

平日很少在店，常以打乌、钓鱼为名，足迹遍及北海沿海，或测绘地图或测量

港口航道水深及记录海港湖汐等情况，每当日本军舰或轮船来港或途径北海，

他们的店内便充斥日本军官、商人、船员等，其时本地人是不准入内的。中野

还订阅大量的中文书刊，并经常阅读日轮送来的日文书刊，据当时北海海关一

职员说，中野一切行动听令于日本政府，“每年受政府津贴千元，每星期例须向

本国政府作一二次报告，其家有密室一所，虽妻妾子女亦不许入，报告多作于

是”。(注 5)

刺杀中野顺三经过

1、组建便衣行动队

通过调查，十九路军认定中野顺三有间谍行为，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

嚣张气焰，造成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困难，翁照垣等将领决定刺杀中野顺三，并

发动群众运动，以振军威，便亲自指定张梅生去主持该项任务。

于是，在张梅生的策划下，从师部精心挑选二人来到北海，住宿在旅店，

专门负责执行刺杀任务；此外，张梅生还从北海驻军挑选数人组成便衣行动队，

配合师部派出二人执行此任务。

十九路军驻北海的兵力为一个营，共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营长区海

文(广东罗定人)。区海文接到翁的命令，认为事情重大，就找来同乡、机枪连

排长区白兴商议，区白兴推荐了机枪连的一个班长周大强。周大强原名周怀路，



是合浦营盘乡人，曾参加淞泸抗战，十九路军解散后流落广州。此次闻十九路

军重整旗鼓，便再次从戎。周大强听说要杀一个日本间谍，即欣然应诺。通过

周大强，_还找了一个姓刘的班长和一个士兵。这样，由师部两入、区白兴、周

大强、刘班长、一士兵，再指定该营一名付营长负责指挥，组成了七人的便衣

行动队，每人配备一支驳壳枪，一把匕首，具体执行刺杀中野任务。

由于中野居留北海二十多年，俨然一个“北海通”，再加上他又善以小恩

小惠笼络本地居民，人缘不错，便衣队要探听中野行踪，若通过一般市民这个

途径，很容易惊动中野本人，所以张梅生认为不宜直接向丸一附近居民商户调

查，以免打草惊蛇。另外，十九路军进驻北海后，曾于八月二十四日通知中野

等外侨离境，中野顺三此时已成惊弓之鸟，终日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数天过

后见没有动静“丸一药房”才又稍开门户，作少许买卖，这样，便给便衣队的

调查增加了团难，最后便衣队在市税务所通过打牌、闲谈等方式，才摸准了中

野家的内部情况(包括房屋结构及周围环境等)及中野的外貌特征。

对这次刺杀行动，翁照垣曾明确规定：(1)只许杀中野顺三一人，其余均不

得伤害，并绝对不准杀错；(2)“丸一药房”及中野家中一切财物，小至一个铜

钱均不准拿走，有一人违犯，即将七人处死；(3)刺杀中野一般不准开枪，但若

遇警察、宪兵阻挠刺杀行动时，可开枪还击……还答应事成之后，奖赏七人三

千元。

当一切准备就诸，行动在即时，翁照垣却于八月二十八日再次着令派入通

知中野离境，这实际是翁照垣的靠欲擒先纵”的手法。

2、杀中野顺三的经过

九月三日下午七时左右，正是晚膳时间，北海街上行人稀少，奔波了一天

的黄包车夫大都在街边骑楼下歇息了。东华街(现珠海中路)“丸一”药房骑楼

下亦停有数辆黄包车。此时，“丸一”药房大门紧闲，掌柜庞伯达(北海人)在用

过晚膳后刚离店回家，药房只有一个姓黄的店员及中野儿子中野居士等数人在

照料。这时，便衣队一行七入悄然来到药房前，赶走昏昏欲睡的黄包车工人，



敲门诡称买药，门一打开，五个便衣队员一涌而进，只留二人在门外把守，这

五个便衣队员装作买药，挑来拣去，后来中野居士问：“你们究竟买什么药?”

便衣队中有人即勃然发怒，骂道：“丢那妈，你们这些统统是日本货!”随即与

中野儿子争吵起来，中野其它家属也闻声从屋内走出，独不见中野，便衣队即

拨出手枪逼住中野家属，禁止他们走动，又留下两名队员看守他们，周大强及

师部二人即切断屋内电源，一手持枪，一手持电简直奔药房楼上。

楼上中野卧室，中野正与小儿晚膳，电灯一熄，他正欲下楼询问，便衣队

已来到他面前，三支电筒光束照得他睁不开眼，在电简光下，便衣队看到一个

五十开外，头发花白的胖子，穿一身中式便服，正与所调查的中野特征相符，

中野正在惊慌中，师部所派队员之一即上前一步，一手抓住中野后衣领，中野

自知不妙，连忙用廉州话喊道；“我无是日本人呀”，不容他再声张，三人一齐

上前，结果了这个日本间谍的狗命。

周大强等三人收拾了中野之后，马上下楼，按事前约定之讯号，“啪啪”用

手掌击了两下，便衣队七人汇集铺前，在夜幕的掩护下沿东华街往东扬长而去，

当他们出到大街上时，听到中野家人高呼：“捉贼呀!”他们并不理会，周大强

等三人按原计划直奔税务所，在所里早有区营长派人送来了军衣，他们脱下便

衣换上军装后，分别坐上黄包车，各归营房去了。

事后翁照垣师长果然应诺，把三千元“东纸”(广东银行发行的纸币)奖尝

给便衣队七人。

案发之后

当晚中野家属报警后，警察即鸣笛缉“凶”，北海公安局巡官郝叔修赶到

现场，主持该案。此时，警察发现有一人惊慌失措，沿海滩狂奔，便即追捕并

抓获归案，后经公安局长陈镇审问，始知是“丸一”药房一姓黄的店员，因当

晚受惊而从屋后窜出海滩，由于没有嫌疑，当夜十二时便予释放。

次日，陈镇自合浦师部汇报回来对郝叔修说：“翁师长有令，凡中野之亲

朋，一律要软禁，以防意外，”要郝在最僻静的九曲巷一带拔一所严密的房子，



将中野家属拘禁起来，不准透露一丝风声，要求在三小时内办妥。郝叔修接到

命令，认为这样做太苛刻，担心将来事发自己无法交代，主张妥善安置，后来

他在市郊神棍李大姑家，觅到一个安静处所，将中野遗属安顿下来，加以保护。

不久，陈镇又传达翁师长命令，要郝将中野尸体载出冠头岭外海面，沉尸

灭迹，郝又认为这样做不妥，将来日方代表前来交涉时难以交代，便自作主张

另择爱生院左侧基地土葬，此事过后几天，陈镇又传翁师长命令，让他放出中

野家属，任其自由活动，郝即照办。

中野被杀后，次日，当地报纸即登载一段日本间谍中野顺三昨日被刺的简

单报道，消息传开后，北海民众议论纷纷，认为中野死有余辜。张梅生此时也

到一中召集部分学生开会，讨论当前局势及布置组织北海抗日救国会的问题，

决定先筹备成立北海学生抗日救国会，临时推选赵世尧、庞国泰、吴世光等人

负责，还决定派人到码头工会、驳艇工会等处联系，推动他们成立抗日救国组

织，会上还决定以“北海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后来，当国民党

政府驻两广外交特派员秘书凌士芬到北海调查时，在张梅生、赵世尧等人的策

动下，北海掀起了反蒋抗日的新高潮。

第一次调查的经过

中野被刺后几天，消息传到广州、香港，顿时引起哄动，日本方面即向国

民党外交当局提出抗议。

同月八日上午，蒋介石在广州黄埔行营召见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刁作谦及

其秘书凌士芬，询问此事，并嘱即与广东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研究，必要时

立即派人前往调查等语。刁作谦、凌士芬即奉命与余汉谋商议，事前广西李宗

仁也曾将此事电告余，但详情尚未得知。

同日上午，日本驻广州总领事中村到外交特派员公署拜会刁作谦，质问此

事，并威胁说日方拟派飞机前往调查，遭拒绝后，中村表示仍需派军艇前往。

九日，日本单方派出军舰“嵯峨号”开赴北海，此时，刁作谦认为情势紧迫，

即指派凌士芬赶赴北海调查此案。



九月九日下午，凌士芬偕同第四路军总司令部科长沈铣，广东省府秘书杨

秉离，江防司令部参谋张忠燧、班即经、尹毓蔷及八名宪兵，往黄埔登上粤海

军舰“福安号”，下午五时启航，兼程前进，十二日上午九时，“福安舰”赶在

日舰之前抵达北海，当时凌士芬等人想登陆与驻军接洽，便乘海关电船前往，

将近海关码头时，岸上驻军即架机枪相向，迫令凌等回舰，随后，翁照垣派其

政训处长陈汉流及张梅生前往“福安舰”与凌交涉，始同意凌等五人登岸。

凌士芬登岸之前赵世尧等在张梅生的布置下，以“北海市民众抗日救国会”

的名义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北海各界民众反对蒋介石政府亲日卖国外交政策动

员大会”，发动全市学生、码头工人、驳艇工人和各界市民到海关码头抗议凌士

芬到北海调查。此时，在海关码头一带，六十师广为布防，在沙滩上挖了一个

个坑作掩体，士兵荷枪实弹严阵以待，气氛颇为紧张。

当凌士芬等五人在陈汉流、张梅生的带同下登岸时，北海数千群众，将海

关码头一带至中山路的街道都塞满了，示威群众手持红绿三角小旗，旗上书写

各种反蒋抗日的标语，还不断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屈辱外交”、

“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日本侦探”、“打倒日本走狗”、“打倒汉奸”、“不

准调查”、“武装保卫北海”、“北海是我们的”……在凌士芬此次调查之始终，

口号声不绝于耳，声声震撼着这愤怒的滨城。

谈判是在北海市政局(设在旧卑路楼，即今北海二小处)进行的，代表北海

的是翁照垣的参谋长丘国珍及代理合浦县长林宗汉。当他们听说日舰将至，日

方企图登岸调查时，丘国珍明确表示，绝不容许日方登岸调查，并说若日本军

舰强行登陆时，一定予以炮击。

谈判过程中，示威群众将市政局团团围住，水泄不通，还强烈要求凌士芬

出来答复种种问题。凌士芬出见，群众便纷纷向凌递交请愿书、抗议书，并涌

进会客室内示威，后经协商，群众便推选赵世尧等七名代表与凌进行谈判。赵

世尧等代表北海市民，愤溉陈词，指斥凌某说；北海死了一个日本佬，你们便

积极来调查，但我国东北、上海死了那么多的同胞，你们为什么不去调查?还说，



中野顺三在北海二十多年，平日专从事侦察我国虚实，是一个日本间谍，死有

余辜，代表们纷纷要求凌士芬以调查本案之精神，转而调查东北被杀同胞，代

表还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退南下之师，北上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

些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主要及口号。此期间，群众代表还多次到卑路楼上走廊

处用喇叭筒向群众介绍淡判情况，群情甚为激昂。最后，代表质问凌等五人：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对日本侵略中国持什么态度?你们是拥护还是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迫使凌士芬承认杀死中野是正当的举动。最后，代表们要求凌士

芬一行参加北海群众所举行的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遭到凌的拒绝，于是，便

愤而宣布谈判结束，命令他们滚蛋。

凌等返航途中，群众依然挤满马路。此时，凌等在前开路，群众示威队伍

尾随不舍，队伍前头还抬着一大横幅，上书“一致抗日”四个大字，沿途口号

声不绝，声势颇为浩大，客观止迫使凌等充当示威队伍的前导了。后来，当凌

等登上交通艇时，有些群众还投之以沙、泼之以水，以示愤慨之情。

这是北海人民抗日救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屈辱外交的

一次大示威!凌士芬等对此情此景，耳闻目睹，不免胆战心惊，返“福安舰”后

余悸犹存。慑于北海人民反蒋抗日情绪之高涨，他觉得在目前情况下，调查是

势难以进行的，加上考虑到日军舰“嵯蛾号”万一贸然驶入北海口岸，双方发

生冲突，情势必更趋恶化，遂决定回航寻找日舰，以免再惹事端。于是，便于

即日下午驶离北海，不久，与“嵯蛾舰修相遇，凌士芬说明厉害，力劝日调查

员返航。

六十师撤退前的措置

凌士芬第一次调查不果，于同月十二日狼狈归省。不久，形势剧变。首先

是九月十四日，李宗仁、自崇禧发出和平通电，与蒋介石妥协，并电令十九路

军撤退，接着，蒋介石指令余汉谋部之谭邃、巫剑雄两师向南路推进，企图逼

走翁照垣，蒋介石还指令，若十九路军不撤走时，将以武力解决。大敌当前，

十九路军自忖寡不敌众，便部署部队向钦州撤退。



撤退之前，张梅生在合浦一中学生宿舍邀集赵世尧等青年骨干开会，商议

善后工作。张梅生指出：(1)蒋介石利用广东军打十九路军，翁师如不撤退，双

方火拼，对抗日反蒋不利。(2)翁师计划撤往钦防十万大山，搞武装抗日根据地，

因该地处于粤桂两省及中越两国交界，有复杂的山区地形，进可攻，退可守，

还可打通国际上的联系，取得国内外的声援。(8)要求动员一批具有抗日爱国思

想的青年学生参军，充实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力量。 (4)要求留在北海的青年

学生多做群众工作，深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以备十九路军回师反击之需。会

后，冯廉先、王文昆等十多二十个进步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张梅生的提议，涌跃

投军，安排在政工队工作。北海学生随军到达钦州后，驻在县城中山公园处，

每天进行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当时由宣侠父负责对他们进行政治训练，准备

分配到各连队去任政治指导员。后因十九路军内部意见不统一，屈服于蒋、桂

系的压力，继续向南宁撤退，大有改编为广西军之趋向，这批学生兵便大都返

了北海。

十九路军撤退时，张梅生、钟俊生布置赵世尧留在合浦，协助翁绍志工作，

任务有二：一是派人监视了解广东军谭邃师的动向；二是深入做群众工作，准

备翁师重返合浦、北海时进行策应援助等。在此期间，赵世尧曾协助翁绍志做

过一些情报工作、群众工作。后闻十九路军逼于李宗仁、白崇禧之命，继续向

南宁撤退，前程不妙，他俩也先后离开北海赴穗、港去了。

第二次调查简况

凌士芬于同月十五日返广州后，正拟向蒋介石汇报；但尚未往见，便接当

局报告，说一五九谭邃师正向北海推进，十九路军撤退在即。于是，凌便奉命

会日方调查员乘军舰赴北海调查，十七日启航，十九日晨抵北海，泊在冠头岭

外，等待翁师撤退。当时泊于此地的军舰有粤海军的“福安号”、“通济号”及

日舰“嵯峨号”。此外，海口方面尚有六艘日舰，分别为：巡洋舰“球摩号”、

一等驱逐舰“太刀风号”、二等驱逐舰“若竹号”、“刈萱号”、“朝歌号”、“芙蓉

号”。此六舰二十二日晨亦驶泊冠头岭处，进行武力威胁。



二十二日晨，一五九师参谋长许让玄僭北海士绅刘瑞图乘海关小电轮到“福

安舰”会见凌士芬，至此，凌士芬始知翁师确已撤走，谭邃师已进驻北海，于

是，经与许、刘商议后，即过日舰知会日方，并规定了几条：(1)只许“嵯峨号”

入口，并须于事前将登岸人员名单开列，待我方通知后始得登岸调查；(2)日登

岸人员绝对不许配备武装及携带照相机；(3)调查时，须按我方指定路线进行，

非指定路线，概不能行走……这些条件，在日本方面本来是不容易接受的，但

在当时形势下，日本却不得不接受。

二十三日晨八时，中日双方调查员会同登岸调查。日方代表为：调查员户

根木长之助、松浦弘人及粤语翻译、医官、海军军官等共八人。双方登岸后，

即乘一五九师所备汽车前往肇事地点。该汽车是向北海普益汽车公司租的，汽

车工人知道是让日本人调查时坐的，便事先将汽车的话动窗门(木板做的)钉死

了，所以，日方调查员沿途都不能观看，况且，所经之处，驻军都派有步哨，

警戒森严。到达丸一药房后，日调查员松浦对于中野卧室内所陈设之物及往来

书信，检查极为周密，并要求我方准其带走丸一药房三本日记部及中野的七封

书信，红、白台布各一块(台布上有斑点少许，日方认为是血斑。)上午十一时，

双方到爱生院中野葬处开棺检视尸体，后日方要求我方代将尸体火化，尸灰分

为二瓶，一交死者家属，另一交日舰带返日本，此事凌即命当地一警长妥办。

此时，日方要求将申野遗属带返日舰，凌士芬诚恐日人教唆她们作不利于

我国的供述，俾日方有所籍口，便决意先行问话录供，并一一作为记录，中野

之妻女除了陈述其家的情况及中野被刺之经过外，余均无不利于我方的口供。

当日下午四时，中日双方调查员各返本舰，日方还带中野的长子、长女随同到

“嵯蛾舰”上。

次日晨，双方仍会合调查，先后在丸一药房及市商会处召集各关系人物问

话，探询此案真相，被询问人有：北海代理公安局长郝叔修，商会主席陈寿卿，

法院首席检察官余睿英等，其供词亦一一记录在案。

同日下午，双方在海关税务司还先后询问了外籍人士：税务司长霍史斯、



德国牧师戴天康、美国人海尔登女士，他们的供词对我方有利，戴天康还指斥

日本的侵略政策，使日人大失所望。

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军政当局的协助，凌士芬无法弄清事件的真

相，最后只能模棱两可地作出如下结论：“综观各方供询及秘密调查所得，中野

之死，其原因不外三端：第一死于劫杀……第二死于债务……亦未可知，第三

死于暴徒……亦殊可信。”(注 6)

调查结束，日方调查员于暮色朦胧中带同中野尸灰及其遗属返日舰，并即

起航返广州，其余六艘日舰亦相率它去。

二十五日，凌士芬所乘“福安舰”起航归省，第二次调查至此结束。

中日外交交涉及结案经过

“北海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异常惶急，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广东余汉

谋当局进行了频繁的外交磋商。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外相有田发表谈话，称在

我国发生的一系列反日事件“其中数事件为共产党图谋离间中日关系……现即

应采取断然步骤，除其根患……”并提出“中日合作制止共产党活动实属必要。”

(注 7)要胁以武力解决这些纠纷。

鉴于当时情势，蒋介石一方面安抚日本人，嘱不要急燥行事，以免共产党

从中利用；另一方面则抓紧解决广西问题，对李宗仁、白崇禧又拉又压，使其

妥协，逼令他们调走十九路军，接着，蒋介石又令广东余汉谋调派两个师向北

海推进，扬言武力解决，后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李济深、蔡延锴再次赴港，翁

照垣、丘国珍被解职，由此可见蒋介石屈辱外交之一斑。

此后，“北海事件”经过多次交涉，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双方才正式外交

换文结案，由国民党政府给予中野遗属三万元抚恤费。(注 8)哄动一时的“北海

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结束语

“北海事件”是十九路军中爱国将士和进步分子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影响下，在北海进步青年学生、各界群众的支持下而采取的一次抗日正义行



动。“北海事件修又是当时全国一连串反日事件中的一环，与全国的抗日形势紧

密相连，其目的在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给一味投降卖国的蒋介石

政府制造外交困难，掀起反蒋抗日之热潮。“北海事件”是顺应北海民众强烈的

抗日情绪而发生的，反过来，它又给北海、合浦等地的抗日救国运动很大的影

响，促进了这一运动的高潮。一五九师进驻后，公开的、热烈的群众抗日救国

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但进步潮流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尤其是北海的进步

青年学生，他们更加冷静，更加善于思考，更加坚定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此后，北海的进步学生运动、抗日救国运动更加深入，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注 1：宣陕父，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

一九三三年任东北民众抗日同盟军委常委兼第五师师长。一九三五年在香港组

织并参加李济深等发起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进行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三六年随李济深入广西。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少将高级参谋，

由林伯渠同志直接领导，同年八月一日被特务暗杀。

注 2：见上海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救亡”情报第一版。

注 3：见外交部谢和庚所撰写的“抗战前我和宣侠父同志在广西活动简述”

一文。

注 4：张梅生，又名张孤梅，一九三三年入团，一九三八年参加新四军，一

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末期任人民解放军某师政委，一九五九年

后任福建省福州大学党委书记，文化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一九八一年中共福

建省委已为其平反恢复名誉，并确定张梅生参加革命时间是从一九三三年入团

时算起。

注 5、6：见凌士芬一九三六年所撰写的“调查北海日侨中野顺三被害始末

记”一文。

注 7：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南京“中央日报”。

注 8：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京《中央日报》。


